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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社會心理學理論為基礎，探討影響服務創新表現的「前置因素」與

「干擾效果」。本研究實證發現：「創新態度」、「正向預期情緒」、「社會認同」、

及「群體規範」會透過「創新意圖」進一步影響員工的創新表現。在干擾效果部

分：「顧客導向」會抑制創新意圖轉換成為創新表現；此一結果隱含，顧客導向

程度越高會導致員工過度聽從顧客意見或要求，甚至侷限創新資訊的來源。此

外，「獎酬合宜性」對於意圖與創新表現之間的關係並無顯著干擾效果，此一結

果可能是因為獎酬的雙元影響機制相互抵減效果所致 (積極肯定的訊息效果與

監督控制的訊息效果)。本研究的結果，除了深化過去個人創新之學理之外，亦

提供經理人若干管理實務之建議。 

關鍵詞：服務創新表現、正向預期情緒、社會認同、獎酬合宜性、顧客導向 

  

Abstract 

Service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source of a company’s long-term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formation of service 

employee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theories from social psycholog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ntecedents, mediating mechanism, and moderating 

variables affecting service innovation processes. The proposed model is empirically 

tested with data collected from service employee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attitude 

toward innovation, anticipated emotions, social identity, and group norm all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employee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innovation 

intention. Regarding moderating factor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customer orientation 

negatively influences the conversion of innovation intentions into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is implies that high customer orientation will drive employees to 

overly cater to customer opinions or expectations and may even limit their sources of 

innovation information. In such context, innovation intentions may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authors discuss implications for managers and 

avenues for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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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有鑑於服務業對世界各個經濟體的影響甚鉅，學者們相繼投入服務相關主

題的研究  (例如： Schneider et al., 2005; Mayer et al., 2009; Ordanini & 

Parasuraman, 2011)。其中，員工服務創新表現更是其中的核心議題；學者發現員

工服務創新過程能為顧客創造新奇的服務體驗，同時也能彈性地解決當下遇到

的服務挑戰 (Lusch & Nambisan, 2015)。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服務創新及服務品

質皆能滿足顧客需要，但兩者存在著重要的差異；簡言之，「服務品質」(定義詳

見 Parasuraman et al., 1985; Schneider, 2004)能夠透過標準化流程及常規訓練來

達成 (Gilson et al., 2005)，但不一定會涉及創意的解決方案；然而，「服務創新」

著重在「如何讓顧客驚豔 (Pleasantly Surprising)」 (Zeng et al., 2012)，且強調如

何跳脫傳統的想法及既有程序創造新的服務體驗。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個

別員工服務創新表現之影響機制。 

本研究以目標導向行為理論 (The Model of Goal-Oriented Behavior, MGB) 

(Perugini & Bagozzi, 2001; Bagozzi, 2006)及社會認同理論  (Social Identity 

Theory)為基礎，提出服務創新表現的解釋模型。過去許多行為理論 (比如：計

畫行為理論，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jzen, 1991)認為個人的行為決

策，主要受到三個前置因素所影響：創新態度 (Attitudes)、主觀規範 (Subjective 

Norms)、知覺行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由於計畫行為理論在若干

情境下，無法有效解釋個體的決策，因此 Perugini & Bagozzi (2001) 提出目標導

向行為理論，也進一步將此理論應用於解釋個人層次的行為。目標導向行為理

論主張：除了計畫行為理論的原始變數之外，決策者的決策過程更會受到預期

情緒 (Anticipated Emotions)的影響。預期情緒是基於人是「具有想像未來情境之

能力」而被提出。舉例而言，員工想像到：若未來順利提供顧客創新服務時，

顧客當下應該會充滿驚喜；此時 (尚未提供服務前)，員工會有正向心理情緒反

應出現 (Positive Anticipated Emotions)，這一種正向情緒會促使該員工事先努力

地做好服務準備，等待顧客到來時，提供創新服務。相對而言，態度是基於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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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經驗或情境，而形成的一種心理傾向 (Eagly & Chaiken, 1993)；預期情緒可

以說是基於未來的情境，決策者主動預期成功執行的一種「預先心理情緒」。雖

然在相關的行為模式中，態度與預期情緒都是重要的個人心理層次構念，然而，

在現今的服務科學文獻中，此「未來導向概念(Future-Focused Concept)」之影響

機制常被忽略。許多學者 (比如：Bagozzi, 2006; Bagozzi & Dholakia, 2006b)建議

探討個人行為決策過程時，應納入此一行為影響因素，本研究透過預期情緒的

探究，深化過去的服務創新行為研究。 

此外，本研究延伸過去服務創新表現之研究，探討社會認同感對於創新行

為的影響效果。一般而言，服務創造與傳遞會受到社會層面影響因素的影響 

(Liao et al., 2010)，此乃因為個人是鑲嵌在組織團隊裡，因此社會影響因素扮演

了一個關鍵的促進角色。此一論點與行銷學者的觀點一致；比如，學者 

Bhattacharya & Sen (2003)曾指出，社會認同對於個人行為決策過程有直接影響

效果。雖然，在計畫行為理論中，主觀規範也可視為一社會影響因素；亦即決

策者在形成決策的過程中，會將其他人的期望納入其中，形成一種規範性的壓

力 (Kelman, 1974; Ajzen, 1991)。然而，正向的社會認同感更提供員工一個積極

的驅動力；換言之，員工對該組織存在高度認同感時，會進一步驅使該員工自

發性地去為組織謀福利，也會更投入於服務創新的過程中  (Ellemers et al., 

1999)。學理上，此一前置因子之探討，將有助於此一領域研究比較不同來源之

解釋變數與創新意圖之間的關係。 

最後，本研究深化過去行為研究，探討創新意圖與創新表現之間的干擾效

果。許多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指出 (Armitage & Conner, 2001)，意圖與行為表現之

間存在若干干擾因素，導致以意圖來預測行為表現常有不一致的結果。管理領

域研究亦視此為一重要的研究缺口 (行銷領域：Chandon et al., 2005、組織領域：

Armitage & Conner, 2001、資管領域：Venkatesh et al., 2003)。Armitage & Conner 

(2001) 在其統合研究中 (Meta-Analysis)建議：行為研究可依其實證情境來探討

干擾因素。過去雖有研究 (比如：Zhang & Bartol., 2010)提出個人層次創新行為

之干擾變數，但都僅探討「領導者」相關的干擾機制。本研究援引服務管理領

域文獻，提出「創新獎酬合宜性」及「顧客導向」的干擾機制。本研究試圖釐

清在服務創新情境中，組織獎酬機制設計及員工顧客導向程度是否會導引不同

的促進過程；期盼透過嚴謹檢證，釐清創新意圖與創新表現之間的關係，並對

服務創新管理文獻有所貢獻。對服務業經理人而言，能更深入地了解員工服務

創新表現的過程，此舉將有助於擬定及執行服務創新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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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概念性架構與假設推論 

本研究根據社會心理學理論及服務管理之相關文獻，提出服務業員工創新

表現之研究模型 (如圖 1 所示)。本節主要探討創新表現的前置因素，包含說明

創新意圖對於創新表現的影響。如緒論所述，本研究探討的前置因素是聚焦於

個人心理層面影響因素 (創新態度、正向預期情緒)與社會層面影響因素 (群體

規範與社會認同)，希望藉由本研究的深入探究，能更進一步釐清創新表現的形

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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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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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新表現的前因 

 (一) 創新意圖 (Innovation Intention) 

目標導向行為理論主張「意圖 (Intentions)」是預測「個人行為」的關鍵前

置因素 (Fishbein & Ajzen, 1975; Bagozzi, 2006)。許多行為領域的學者也認同此

一觀點，同時也在許多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其兩構念間的關係非常穩定；例如學

者Ajzen (1991) 在其研究中發現：意圖是驅動行為表現的重要變數。同樣地，

Armitage & Conner (2001) 在其統合分析研究中亦顯示此一關係。基於以上說

明，本研究認為：當員工創新意圖愈高時，其未來出現服務創新表現的可能性

愈高。本文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H1：創新意圖會正向地影響創新表現。 

二、創新意圖的前因 

(一) 創新態度 (Attitudes)  

態度一直是心理學家所關注的議題；然而，在不同的學理領域及實證情境

中，此一構念的定義及本質存在許多不同的看法 (Bagozzi, 2006)。在個體行為研

究中，學者 Fishbein & Ajzen (1975) 的論點廣被行銷學者所接受；這兩位心理

學家建議：應根據特定情境下的行為，再加以定義態度 (比如：對吸菸的態度或

對於創新行為的態度)。許多學者認為態度的形成是透過個體慎思與評價的程序 

(Evaluation Process)，表達對特定事物或是特定行為的「心理傾向 (Psychological 

Tendency)」(喜歡或不喜歡程度) (Eagly & Chaiken, 1993)。亦有研究者稱之為「習

得的行為傾向 (Learned Behavioral Tendency)」，亦即透過學習過程而形塑，之後

藉由反覆學習而穩定增強 (Fazio, 1995)。因此，當某一情境出現時 (比如：特定

行動或事物)，決策者的心中會自動啟動評價程序，亦即對此特定事物 (或行為)

進行記憶聯想 (Eagly & Chaiken, 1993; Fazio, 1995)。也因此，態度普遍被認為是

屬於較被動性的反應。Ajzen (1991) 在其計畫行為理論中，亦採用此一觀點，並

確認態度係透過意圖的中介路徑進而影響個人行為。後續許多實證研究也顯示，

計畫行為理論中的態度是影響行為意圖的重要因素 (Armitage & Conner, 2001)。

基於以上說明，本文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H2：創新態度會正向地影響創新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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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向預期情緒 (Positive Anticipated Emotions)  

在過去的行為決策研究中，計畫行為理論 (Ajzen, 1991)被證實可以有效解

釋消費者的行為。但是在許多不同情境下，此理論對於行為的解釋仍存在若干

的改善空間；也因此，兩位消費者心理學者進一步修正計畫行為理論，並提出

目標導向行為理論 (Perugini & Bagozzi, 2001)。在目標導向行為理論中，Perugini 

& Bagozzi (2001) 加入了一個重要的心理層次構念：預期情緒。這個領域的學

者認為預期情緒對於行為的影響主要是基於「行為目標的未來性」與「人具有

前瞻性思考的特性 (Forward-Looking)」；換言之，個體不僅會根據過去經驗作

為決策參考基礎 (比如：習得的態度)，同時，也會思考未來情境下的目標達成

過程。具體言之，預期情緒是在目前的這一個時間點，決策者藉由前瞻性思考

「目標成功和目標失敗的結果」，產生預期的情緒反應。這個歷程必須經歷一個

前瞻性的「假設事實思考  (Counterfactual Thinking)」之過程  (Kahneman & 

Miller, 1986)。而此「假設事實思考」會發生在決策者進行決策的這一個時間點；

此種對「未來目標達成情況」之預期過程，有時候此過程也會被稱為「前事實

思考」(Prefactual Thinking) (Gleicher et al., 1995)。舉例來說，當個體設定一個

未來的目標，並以前事實思考評估此目標達成或未達成的後果。若預期目標會

順利達成，則「思考的當下」會出現正向情緒 (比如：喜悅)，這些正向情緒可

視為個人行為決策的推動力，也會透過意圖進一步影響行動，以促進及確保目

標達成。 

態度與預期情緒這兩個重要的心理層次構念，都是根基於心理學，但就本

質而言，兩者間存在若干的差異 (Perugini & Bagozzi, 2001)；首先，是「指示對

象不同」；態度的焦點在於一個人「做什麼」，故態度所指稱的對象是行動本身；

而預期情緒專注的是個人「行為目標的達成與否」而非行動 (Bagozzi, 2006)。

其次，兩者的「形成歷程不同」；態度是經由學習的歷程而來，進而形成對於特

定事物或行動的傾向；也因此，態度在短時間內是相對穩定的。然而，預期情

緒的形成歷程較為動態，其形成的過程會不斷地透過目標達成進度而調整 

(Carver & Scheier, 1998)；亦即個體先有行為目標，然後藉由前瞻性的評估過程，

預想達成或沒達成之後果，進而產生相對應的正向情緒或負向情緒。最後，兩

者的「測量方式不同」；態度的測量方法是以兩極語意差異量表進行之 (Bipolar 

Semantic Differential Items)，讓決策者選擇喜愛程度和不喜愛程度 (Ajzen & 

Fishbein, 1980)；然而，預期情緒的測量是使用單極量測 (比如從「非常不同意」

到「非常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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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本質差異說明，我們可以了解到：預期情緒不是來自過往經歷的

被動反應，而是決策者對未來行動的預期以及過程回饋所形成 (Brown et al., 

1997)。決策者會藉由想像目標達成的感受，將目標追求過程作一個詳盡計畫，

盡力避免未來失望落寞的情境發生 (未達成目標時)，同時，盡力去追求能創造

正向情緒的情境。如 Bagozzi & Pieters (1998) 的研究顯示，正向預期情緒會顯

著影響行為意圖，進而引導出目標導向的行為。此外，Bagozzi et al. (1999) 則

是發現正向預期情緒會提供動機基礎，進而影響行動，並驅使決策者投入資源

來追求正向的預期結果。基於以上的說明，本文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H3：正向預期情緒會正向地影響創新意圖。 

(三) 群體規範 (Group Norm)  

群體規範指的是個體感受到群體中應當遵循的共同行為準則、態度、或價

值觀 (Bagozzi & Dholakia, 2006a)。當個體感受到群體中的其他成員，把某特定

一個任務 (比如：服務創新)當作一個重要的目標時，該個體也會傾向參考甚或

內化為個人的行為準則 (Kelman, 1974; Brown, 1988)。社會影響理論認為群體規

範透過內化  (Internalization)的過程進而引導成員的行為決策 (Kelman, 1974; 

Bagozzi & Dholakia, 2002)。在服務創新的情境下，服務人員雖然可以基於個人

考量，選擇要進行何種程度的創新，但當他所提供的服務偏離了群體共同的目

標時，則該服務人員會感受到群體的壓力 (Bagozzi, 2006)。隨著時間的經過及任

務經驗的累積，此服務人員會融合群體的規範信念，將群體規範轉化為自己的

行動目標 (Spears et al., 2002)。因此當他要提供服務時，他會把服務創新也當作

是服務過程中的一件重要任務。亦即會將其群體的期望目標納入其中，形成一

種規範性的壓力 (Kelman, 1974; Spears et al., 2002)。感受到群體規範較高的服務

員工，會持續投入資源以達成「群體的目標追求」，此舉也進一步促進提升創新

意向。反之，較低的群體規範則表示該團隊缺乏對任務目標的認同與努力之動

機 (Langfred, 1998)，故群體共識也相對較弱。有鑑於此，本研究認為當感受到

團隊對於創新的群體規範時，則對於達成創新目標的意圖也會隨之增加。綜合

以上說明，本研究提出：  

H4：群體規範會正向的影響創新意圖 

(四) 社會認同 (Social Identity)  

社會認同係指員工知覺自己與其他同事間具有相同的屬性，並且將自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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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團體或組織中的一分子 (Ahearne et al., 2005)。一般而言，社會認同是個體

形成自我概念的一部分，亦即個體對自己所屬之社會組織或群體的連結 (包含關

係的價值和情感上的連結) (Tajfel, 1981)。個體能透過這一個過程定義他自己「是

一個甚麼樣的人」；此過程中有關的自我概念建構元素包含：社會類別、社會地

位或社會狀態。社會認同形成的過程中，也會使得個體明顯感覺到自己是團體

的一份子，並且和團體外個體有顯著區隔的感覺 (Hogg, 1992)。社會認同度的形

成係源自於個體所屬的社會團體所影響，然而個體有時候也會認同一些「未曾

實際互動過」的社會團體；比如對於特定環保團體，雖然個體未曾與這個環保

團體直接互動，但因為認知層面的價值觀相似，驅使個體將自己視為此環保團

體的一份子。 

就本質上來說，社會認同主要包含三個成分 (Ellemers et al., 1999; Bergami 

& Bagozzi, 2000)；第一為「認知成分」 (Cognitive Social Identity)。知覺自身在

社會群體中的成員身份，隱含自我分類過程 (Self-Categorization Process)。在這

一個分類過程中，個體和群體成員的相似性會被凸顯，並與非成員產生明顯的

認知區隔。當認同的程度越高，會有去個人化的現象出現 (Depersonalization) 

(Hogg, 1992)。第二為「情感成分」(Affective Social Identity)：投入該團體的情感

承諾，一旦承諾程度越高，會出現有情感依附的情況 (Ellemers et al., 1999)。第

三為「評價成分」(Evaluative Social Identity)：屬於團體內成員的正向價值內涵，

也可以說是團體自尊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此乃來自於對全體成員

自我價值的評價 (Long & Spears, 1997)。透過這三個社會認同要素，成員會愈想

要為組織奉獻更多心力，也愈容易成為該組織中的忠實擁護者 (Ellemers et al., 

1999) 。 

根據社會認同理論 (Tajfel & Turner, 1986)，若個體將自己歸類為內團體 

(In-Group) 成員時；為了彰顯自己為內團體成員，他會藉由具體的支持行動來詮

釋其社會認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Bhattacharya & Sen (2003) 認為成員對群

體的認同度越高時，會引導該成員自發性地去創造群體的福祉，甚至會有生命

共同體的意識出現。而 Hoyer & MacInnis (1997) 在實證研究中亦發現，當成員

的認同感愈高時，會從事促進群體正向成長的活動，甚至會出現主動公民行為 

(Proactive Citizenship Behavior)。這些研究認為，認同感較高的這一群成員，會

有較高的群體責任感，也會用比較積極的心態去協助組織發展。因此，本研究

推論認同感越高的成員，其創新意圖也會越高。基於以上討論，本研究提出以

下的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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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社會認同會正向地影響創新意圖。 

三、影響員工創新表現的干擾效果 

本研究進一步探討意圖與行為表現之間的干擾因素，藉以釐清員工的創新

意圖與創新表現之間的關係。過去服務管理領域文獻，曾提出「顧客導向」及

「獎酬合宜性」扮演干擾的角色；在顧客導向部分，文獻包含：Babakus et al. 

(2009)、Grizzle et al. (2009)、Jha et al. (2017)；在獎酬部分，文獻包含：Allen & 

Griffeth (2001)、Chen et al. (2015)、Malik et al. (2015)、Plassmann & Weber (2015)。

本研究援引相關文獻進行干擾機制的推論。 

(一) 個人層次：顧客導向服務 (Customer Orientation) 

顧客導向指的是員工傾聽與滿足顧客需求的傾向 (Saxe & Weitz, 1982)。學

者 Rindfleisch & Moorman (2003) 認為顧客導向是員工從顧客的角度去界定服

務的內涵與流程 (而非自我的角度)，以客為尊並以創造顧客價值為服務準則。

從1980年代開始，行銷領域學者與經理人極力推行顧客至上的觀念，強調第一

線員工應盡力瞭解顧客個別偏好，進而提供客製化的產品或服務 (Donavan et al., 

2004; Babakus et al., 2009; Nguyen et al., 2014)。一般而言，在服務的情境下，雖

然員工的工作角色已被組織標準化流程所規範，但在服務內涵創造與傳遞上，

仍需由第一線服務人員當下應變完成。從服務機構的角度，員工就是機構的代

言人與顧客服務價值的共創者；因此，員工的顧客導向會影響到服務創新內涵

及顧客心理感受 (Grönroos, 1994; Grizzle et al., 2009; Jha et al., 2017)。 

當員工展現較高程度的顧客導向時，其服務過程隱含較高的同理心，也較

容易掌握顧客潛在需求；同時，在服務過程中，也會感受到較高程度的服務樂

趣。低顧客導向的員工偏向遵循服務準則，較無法彈性應變滿足顧客需求 

(Nguyen et al., 2014)。Ashforth & Fried (1988) 將這種只遵循工作標準的內容來提

供服務的員工特質稱為「制式化」的工作角色傾向。相反地，對於高度顧客導

向的員工來說，即便有制式服務準則的存在，他仍會積極地傾聽顧客意見與彈

性應變 (Saxe & Weitz, 1982; Brown et al., 2002)。 

換言之，具有高度顧客導向的員工可以靈活地處理各種顧客意見與需求，

他可以依顧客偏好改變而隨時調整，與顧客的相處過程也較為和諧 (Groth, 2005; 

Stock & Hoyer, 2005; Schau et al., 2007; Nguyen et al., 2014)。因此，高顧客導向的

員工比低顧客導向的員工更投入在服務互動的過程中 (Ashforth & Fried,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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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inner et al. (2005) 也認為高顧客導向的員工，愈能察覺外在環境的變動，也

愈能提供符合顧客偏好並富含創意的服務。因此，即使有一樣強度的創新意圖，

但顧客導向程度較高的服務人員具備較高程度的創新思維，因此創新意圖會明

顯地轉換成為具體的創新表現。綜合以上說明，本研究提出： 

H6：「創新意圖」與「創新表現」間的關係，會受到「顧客導向」的正向干

擾。 

(二) 組織層次：獎酬合宜性 (Rewards) 

在服務產業中，第一線員工係扮演組織與消費者的橋樑，員工所提供的服

務內涵影響消費者的服務感受。由於服務具有高度的無形性，因此服務創造與

傳遞過程需要各式心理資源的投入；一般而言，獎酬機制是組織用來創造服務

員工心理資源的重要工具 (Allen & Griffeth, 2001; Chen et al., 2015)。獎酬機制是

除了薪資酬勞之外，組織按照績效表現給予個人的工作獎勵 (Amabile & Cheek, 

1988)；獎酬機制設置的主要目的在於肯定員工過去的績優表現，同時，也希望

透過此一機制激發員工超越現狀追求未來更卓越的績效 (Malik et al., 2015; 

Plassmann & Weber, 2015)。在服務創新領域中，相關的獎酬方式包含財務性獎酬 

(或稱為物質性獎酬)，通常是以現金等實物 (例如：股票)；另一方面，非財務性

獎酬，通常是象徵性的獎酬  (例如：授予頭銜、頒發獎狀或獎章給予肯定) 

(Urbanski, 1986; Abratt & Smythe, 1989; Greenberg & Liebman, 1990)。這一些獎酬

機制的設計與執行會影響到員工對於創新獎酬合宜性的感受。 

組織心理學領域的學者指出，由於每一個員工的社會經驗不同，且對於工

作結果的預期程度也不同；因此，對於組織提供的獎酬之合宜性的認知亦不相

同 (Amabile, 1996; Deci et al., 1999)。較高的創新獎酬合宜性代表組織適切地給

予服務創新的員工正向肯定。此一獎酬合宜性的認知會影響員工的創新投入，

促進創新意圖進一步轉換成為實際的創新表現。 

許多組織行為的學者也認為，員工會將自己過去的工作投入與所獲得的回

報做主觀比較，形成對於組織獎酬合宜性的感受，並依照此一知覺結果來調整

未來的工作投入 (Cropanzano & Randall, 1993; Malik et al., 2015)。由於知覺獎酬

合宜性是個體主觀認定而來；因此，即使是員工隸屬同一家公司，但個別員工

的心中仍會存在著不同的獎酬合宜性感受，也會影響到其工作過程的積極性 

(Huseman et al., 1985, 1987; Kickul & Lester, 2001)。換言之，對員工而言，創新

獎酬的合宜性認知程度越高時，員工會感受到較高的公平性，因而有較高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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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投入在未來的創新過程中 (Plassmann & Weber, 2015)。另一方面，較高的獎酬

合宜性隱含組織提供了服務人員更多的服務創新機會，有助於創新意圖轉換成

為實際創新服務表現。除此之外，創新獎酬合宜性認知程度高的員工，會認為

自己很有機會獲取更高的自我成長與成就感，因此會展現較高的工作熱情，進

而投入更多心力與時間於創新的過程中，創新意圖與實際創新表現的連結性也

會提高 (Byron & Khazanchi, 2010)。 

另外一方面，創新獎酬合宜性認知程度低的員工，會認為組織不重視創新，

因此對於創新的信心與熱情較低，也不會積極地去追求實現創新表現的機會 

(Mcfall et al., 2009)。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獎酬合宜性認知程度低的員工會覺得

自己為公司創新目標而努力是很大的犧牲，因為即使自己投入了很多心力於服

務創新過程中，組織並不會給予相對應的獎酬。換言之，當員工知覺獎酬合宜

性低時，對於組織服務創新目標的「意義性 (Meaningfulness)」及「自身相關性 

(Relevance)」會越低，進而弱化意圖與創新表現之間的關聯性 (Schwab et al., 

1979; Tyagi, 1985; Sujan, 1986; Diaz & Gomez-Mejia, 1997) 。此外，Byron & 

Khazanchi (2010) 學者的綜合分析研究提出：員工創新投入的過程會受到獎酬機

制所干擾。綜合以上的論點，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7：「創新意圖」與「創新表現」間的關係，會受到「獎酬合宜性」的正向

干擾。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髮型沙龍作為本研究實證情境。我們選取髮型沙龍有兩個主要原

因：第一，過去關於個人層次的服務相關行為 (創新行為、服務績效等)，曾建

議以此情境為實證基礎 (比如：Liao & Chuang, 2007; Chen et al., 2015; Dong et 

al., 2015)；這一些研究認為：在髮型沙龍情境中，員工層次的服務創新行為是服

務業競爭優勢的基礎。也因此我們參考這一些研究，以美髮設計師為本研究的

實證樣本。第二，本研究在與美髮沙龍業者訪談的過程中，業者強調：由於美

髮沙龍業是時尚流行產業，現今非常重視創新服務表現。本研究問卷調查係與

國內四個連鎖髮廊體系合作。填答對象包含髮型設計師及店長。本研究的有效

樣本為254人，根據描述性統計資料分析，男生佔28.3%，女生佔71.7%；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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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中職以下佔86.2%、專科佔8.3%、大學以上佔5.5%；年齡主要介於20歲至

39歲間 (資料敘述詳見表1)。 

 

表 1：樣本的基本資料 a 

變數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72 28.3% 

女 182 71.7% 

年齡 

20 歲以下 4 1.6% 
20~24 歲 83 32.7% 
25~29 歲 77 30.3% 
30~34 歲 60 23.6% 
35~39 歲 24 9.4% 
40~44 歲 2 0.8% 

 45 歲以上 4 1.6%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8 3.1% 

高中職以上 211 83.1% 

專科以上 21 8.3% 

大學以上 14 5.5% 

婚姻狀況 
未婚 70 27.6% 

已婚 184 72.4% 

產業服務年資 

3 年以下 65 25.6% 
3 年~6 年 (不含) 70 27.6% 
7 年~9 年 (不含) 38 15.0% 

10 年~12 年 (不含) 47 18.5% 
13 年~15 年 (不含) 20 7.9% 

15 年以上 14 5.5% 

公司服務年資 

3 年以下 159 62.6% 

3 年~6 年 (不含) 40 15.7% 

7 年~9 年 (不含) 27 10.6% 

10 年~12 年 (不含) 15 5.9% 

13 年~15 年 (不含) 8 3.1% 

15 年以上 4 1.6% 
註：aN = 25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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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證過程說明 

本研究與四個連鎖髮廊體系合作進行問卷調查。本研究共有兩位博士生，11

位碩士生及4位大學生攜帶問卷至美髮店進行「到店調查」。在問卷正式施測前，

本研究進行兩小時的訪員訓練。主要訓練內容包含：問卷訪員與美髮設計師互

動的禮儀、調查目的之說明、填答者個人資訊的保護、題項意涵的解說方式 (若

有填答或閱讀困難時)、問卷回收時間的約定、問卷彌封及置箱過程的說明 (若

無法立即填答時)、填答獎酬的致贈。本研究問卷以匿名方式填答資料。本研究

為了激勵受填者的填答意願，提供100元之購物禮券作為獎酬，於問卷回收後逐

一發放。 

三、構念的衡量 

本研究在構念衡量的部分是採用往復翻譯法 (Back Translation)，亦即將過

去學者已發展的量表，由研究者邀請一位精通中英雙語的專家分別將英文原題

項譯為中文，在未接觸原始量表的前提下，再邀請另一位雙語的專家將中文翻

譯為英文，並進一步委請一位行銷領域的學者做最後審定，以確保題目所表達

的意義與原始量表一致 (亦即原始英文問卷與翻譯後的英文問卷)。接著，本研

究亦邀請具有實務管理工作經驗的碩博士生進行問卷的修正與潤飾，並根據回

饋的意見進行語意的調整。下列分述題項的來源、內容、題項信度、與構念信

效度 (詳細衡量題項參見表2)。 

(一) 創新表現 

員工創新表現的衡量，本研究參考過去研究的量表 (Gong et al., 2009; 

Ordanini & Parasuraman, 2011)，請員工自評創新表現。本研究以李克特七點量

表衡量，以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題項因素負荷量 (Factor Loading)

為0.90~0.91，組成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為0.90，平均變異萃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為0.82。 

(二) 創新意圖 

創新意圖的衡量主要是參考 Ajzen (1991) 及 Bagozzi & Dholakia (2002) 

的研究編修而得，共有 2 個測量題項，主要衡量員工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對

於提供美髮服務創新的意圖高低。以李克特七點量表衡量，以 1 代表完全不同

意，7 代表完全同意。題項因素負荷量皆為 0.85，組成信度為 0.84，平均變異

萃取量為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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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創新態度 

創新態度的衡量主要參考 Ajzen (1991) 的量表編修而得，共有 2 個測量

題項，採用語意差異量表，共分為七個尺度，主要評估服務員工對於提供服務

創新的態度。題項因素負荷量介於 0.89~0.92，組成信度為 0.90，平均變異萃

取量為 0.82。 

(四) 正向預期情緒 

本研究對於正向預期情緒之衡量主要是參考 Bagozzi & Pieters (1998) 的

研究編修而得。主要評估員工對未來一段時間內，達成其所設定的服務創新目

標之情緒反應。本研究以李克特七點量表衡量之，其中 1 代表非常不同意，7

代表非常同意。題項因素負荷量介於 0.82~0.87，組成信度為 0.83，平均變異

萃取量為 0.71。 

(五) 群體規範 

該構念以 Bagozzi & Lee (2002) 的題項來量測，主要評估設計師感受到群

體創新的規範壓力。本研究以李克特七點量表衡量之，其中 1 代表非常不同

意，7 代表非常同意。題項因素負荷量介於 0.76~0.92，組成信度為 0.83，平

均變異萃取量為 0.71。 

(六) 社會認同 

此構念採用 Bergami & Bagozzi (2000) 所發展的題項來測量，主要評估髮

型設計師對於組織的認同感。研究以李克特七點量表衡量之，其中 1 代表非

常不同意，7 代表非常同意。題項因素負荷量介於 0.52~0.80，組成信度為 0.86，

平均變異萃取量為 0.51。 

(七) 顧客導向 

此構念之衡量係採用 Saxe & Weitz (1982) 所發展的題項來測量，主要評

估髮型設計師之顧客導向程度。研究以李克特七點量表衡量之，其中 1 代表

非常不同意，7 代表非常同意。題項因素負荷量皆為 0.81，組成信度為 0.79，

平均變異萃取量為 0.66。 

(八) 獎酬合宜性 

此構念係參考 Baer et al. (2003) 及 Chen et al. (2015) 之研究題項來測量，

同時，本研究也透過與美髮沙龍實務經理人請益後修正，以符合本研究美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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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之情境。主要評估髮型設計師對獎酬合宜性的認知程度。本研究以李克特

七點量表衡量之，其中1代表非常不合宜，7代表非常合宜。本研究衡量題項，

分述如下表2。 

(九) 控制變數 

過去許多服務行銷相關研究指出，員工的公司年資、產業年資、及年齡對

於員工的創新行為表現會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詳見：Mumford & Gustafson, 

1988; Scott and Bruce, 1994; Amabile, 1996; Tierney et al., 1999; Hochwarter et 

al., 2000; Tierney & Farmer, 2002; Sturman, 2003; Zhou et al., 2009)，故我們將之

納入控制變數當中；另外，主觀規範及認知行為控制為目標導向行為理論之重

要構念，本研究也一併考量這一些控制變數。 
 

表 2：衡量構念的題項 

構念與題項 a 
標準化 

因素負荷量 
CRb值 

AVEc值 

創新表現 (Gong et al., 2009; Ordanini & Parasuraman, 2011)   CR = 0.90 
AVE = 0.82 

‧ 我常為顧客量身打造新穎的美髮服務 0.90 

‧ 我常為顧客設計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髮型 0.91 

創新意圖 (Ajzen, 1991; Bagozzi & Dholakia, 2002)   CR = 0.84 
AVE = 0.72 

‧ 我有很高的動機去提供創新的美髮服務給我的顧客 0.85 

‧ 我很願意為我的顧客在美髮服務的創新上貢獻心力 0.85 

創新態度 (Ajzen, 1991)  
請問您個人對於「提供顧客創新美髮服務」這一件事的看
法…… 

 CR = 0.90 
AVE = 0.82 

‧ 很愚蠢的一件事…很明智的一件事 0.92 

‧ 毫無價值的一件事…很有價值的一件事 0.89 

正向預期情緒 (Bagozzi & Pieters, 1998)  
請您想像一下：在未來的一兩個禮拜，如果您「可以順利地
提供新穎的美髮服務」給您的顧客，您會感覺到… 

 CR = 0.83 
AVE = 0.71 

‧ …興奮 0.87 

‧ …開心 0.82 

群體規範 (Bagozzi & Lee, 2002)  
請問您以及您的團隊同事對於「提供新穎的美髮服務」的看
法…… 

 CR = 0.83 
AVE = 0.71 

‧ 我當成是我自己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0.92 

‧ 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一家店共同要達成的目標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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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認同 (Bergami & Bagozzi, 2000)   CR = 0.86 
AVE = 0.51 

‧ 相似度可能是許多原因共同形成的，比如價值觀、個
性、形象等等。以下請指出您與「同店的同事」相似的
程度。 

0.71 

‧ 我常覺得我自己和「我們這一家店的形象或特質」有許
多相似的地方 

0.80  

‧ 我覺得我對「我們這一家店」，有很高的認同感 0.61  

‧ 當「同店的同事們」在計畫事情時，我會認為這是與自
己切身相關的事 (我不會置身度外)  

0.52  

‧ 我覺得我是「我們這一家店」裡「重要的」成員之一 0.80  

‧ 我覺得我是「我們這一家店」裡「核心的」成員之一 0.79  

顧客導向 (Saxe & Weitz, 1982)   CR = 0.79 
AVE = 0.66 

‧ 我會設身處地為顧客著想 0.81 

‧ 我總是能很快地察覺到顧客想要的美髮服務 0.81  

獎酬合宜性 (Baer et al., 2003; Chen et al., 2015)    

‧ 本店為了提高設計師美髮服務創新，所提供的獎酬 (包
含：獎金制度)：非常不合宜…非常合宜 

-- 

註：a所有衡量題項皆採用李克特七點量表，以 1 代表「非常不同意」、4 代表「普通」、

7 代表「非常同意」；b CR = 潛在構念的組成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 AVE = 

潛在構念的平均變異萃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 Smart PLS 3.2.3 統計套裝軟體對潛在變項間的結構模型進行

分析。在實證分析過程中，先對量表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分析，再

進行結構模型分析。以下說明本研究所採用之統計分析方法。 

肆、資料分析與實證結果 

一、模型驗證與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藉由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進行各個構念

「個別題項信度 (Item Reliability)」的驗證，以及構念題項的「內部一致性 

(Internal Consistency)」與「區別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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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別題項的信度 

其衡量題項的信度是依據 Bagozzi & Yi (1988) 在研究中提出的建議：各

潛在構念中的觀察題項的因素負荷量應該大於 0.50。研究結果顯示，模型中潛

在構念的各個觀察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50，並且均達到 0.001 的顯著水

準，足以證明個別題項的信度良好 (詳見表 2)。 

(二) 內部一致性 

本研究採用潛在構念的組成信度，以及平均變異萃取量兩個衡量指標，來

評估構念的內部一致性。依據 Fornell & Larcker (1981) 的建議，CR 值與 AVE

值應在 0.60 與 0.50 以上為佳。本研究之 CR 值介於 0.79 與 0.90 之間，AVE 值

介於 0.51 與 0.82 之間 (如表 2 所示)，兩個數值皆高於上述之準則，顯示模型

構念之測量題項具有高度的內部一致性。 

(三) 區別效度 

本研究依據 Fornell & Larcker (1981) 的建議，本研究檢視「平均變異萃取

量的根號值」是否大於其他兩兩構念間之相關係數 (表 3 中的對角線數值為 √ܧܸܣ 值)。結果顯示各個潛在構念彼此間的相關係數皆小於 √ܧܸܣ 值，顯示

區別效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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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構模型分析 

(一) 理論模型 

本研究模型中各前置變數對整體模式的解釋變異量 (Explained Variance)分

別為：創新表現 (R2 = 0.35)及創新意圖 (R2 = 0.36)。本研究也發現創新意圖與

創新表現之間的路徑係數為 0.34，並且達到 0.001 的顯著水準，因此 H1 獲得支

持；同時，創新態度與創新意圖的路徑係數為 0.16 (p < 0.01)，H2 亦獲得支持。

此外，正向預期情緒對創新意圖之間的路徑係數為 0.28 (p < 0.001)，H3 亦獲得

支持。群體規範對創新意圖之間的路徑係數為 0.22，且達到 0.001 的顯著水準，

故 H4 獲得支持。最後，社會認同與創新意圖的路徑係數為 0.20 (p < 0.001)，

H5 亦獲得支持 (假設檢定結果請參考表 4 及圖 2)。分析結果顯示，在五個控制

變數中 (公司年資、產業年資、年齡、主觀規範及認知行為控制)，有兩個控制

變數具顯著效果，分別為年齡 (γ = 0.21, p < 0.01)及認知行為控制 (γ = 0.31, p < 

0.01)，另公司年資、產業年資及主觀規範係數不顯著。 

 

正向預
期情緒 

0.22*** 
(t=3.63) 

0.20*** 
(t=4.08) 

創新 
態度 

群體 
規範 

社會 
認同 

創新意圖

R2=0.36
創新表現 

R2=0.35 

知覺行
為控制

主觀 
規範 

控 制 變 數 

0.21*** 
(t=2.21) 

0.08 

(t=1.23) 

0.34*** 
(t=5.26) 

0.28*** 
(t=4.42) 

公司
年資

產業
年資 年齡 

控 制 變 數 

-0.09 
(t=0.90) 

-0.02 
(t=0.33) 

0.31*** 
(t=4.58) 

0.16** 
(t=3.16) 

圖 2：路徑分析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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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 

假設 路徑關係 標準化係數 結果 

H1 創新意圖 → 創新表現 0.34*** 支持 

H2 創新態度 → 創新意圖 0.16** 支持 

H3 正向預期情緒 → 創新意圖 0.28*** 支持 

H4 群體規範 → 創新意圖 0.22*** 支持 

H5 社會認同 → 創新意圖 0.20*** 支持 
*p < 0.05  **p < 0.01  ***p <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中介效果檢定 

在中介效果檢定部分，本研究以公司年資、產業年資、年齡、主觀規範及

認知行為控制為控制變數，將創新意圖的中介效果進行檢定分析，如表 5 所示。

本研究根據 Baron & Kenny (1986) 三個步驟來檢驗中介效果；第一步驟，我們

檢驗四個前置因子與中介變數的直接效果：創新態度、正向預期情緒、群體規

範與社會認同對於創新表現呈現正向顯著關係，標準化係數值分別為 0.32、

0.48、0.46 與 0.39 (p 值皆小於 0.001)。第二步驟，我們將四個前置因子與創新

表現之間的關係效果進行檢驗：創新態度、正向預期情緒、群體規範與社會認

同與該中介變數皆呈現正向且顯著的關係，標準化係數分別為 0.06 (p > 0.05)、

0.12 (p < 0.05)、0.19 (p < 0.01)、0.23 (p < 0.001)。最後，在第三步驟中，我們檢

驗中介變數 (創新意圖)與四個前置因子 (創新態度、正向預期情緒、群體規範

與社會認同)和創新表現的關係。檢定結果發現：創新意圖和創新表現之間呈現

正向且顯著的關係，標準化係數值為 0.29 (p < 0.001)；另外，創新態度、正向

預期情緒與群體規範在中介變數與創新表現的關係檢定中，皆呈現不顯著結

果，其係數分別為 0.02 (p > 0.05)、-0.02 (p > 0.05)與 0.07 (p > 0.05)；根據 Baron 

& Kenny (1986) 的中介效果檢驗法則，創新意圖在創新態度、正向預期情緒、

群體規範與創新表現之間的關係中，扮演完全中介的角色；最後，社會認同在

中介變數與創新表現的關係檢定中，雖呈現顯著但標準化係數小於第一步驟中

的結果，係數為 0.16 (p < 0.001)，因此創新意圖在社會認同與創新表現之間，

扮演部份中介的角色 (Baron & Kenn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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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中介效果檢定 

變數 標準化係數 標準誤 t 統計量 

第一步驟：創新意圖 
創新態度 0.32 0.05 6.03 

正向預期情緒 0.48 0.05 9.48 

群體規範 0.46 0.05 8.70 

社會認同 0.39 0.06 6.08 

第二步驟：創新表現 
創新態度 0.06 0.05 1.36 

正向預期情緒 0.12 0.06 1.89 

群體規範 0.19 0.05 2.76 

社會認同 0.23 0.06 3.52 

第三步驟：創新表現 
創新意圖 0.29 0.07 4.12 

創新態度 0.02 0.05 0.38 

正向預期情緒 -0.02 0.06 0.34 

群體規範 0.07 0.07 0.99 

社會認同 0.16 0.07 2.3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干擾效果檢定 

本研究以「顧客導向」與「獎酬合宜性」作為干擾變數，分析結果如表6

及表7所示。我們根據 Aiken & West (1991) 的分析步驟進行干擾效果的驗證。

首先，在「顧客導向」的部分，我們在模式一中加入了控制變數 (亦即產業年

資、公司年資、年齡、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另外，在模式二中，再加入

了「創新意圖」與「顧客導向」對「創新表現」的直接效果，路徑係數分別為 0.28 

(p < 0.001)與 0.26 (p < 0.001)。接著，在模式三中，我們再加入了創新意圖與顧

客導向的交互項；從表6得知，「創新意圖」與「顧客導向」對創新表現同樣為

正向顯著的關係。同時，創新意圖與顧客導向的交互項，對創新表現為負向顯

著的關係 (γ = -0.09, p < 0.05)；亦即，顧客導向對於創新意圖與創新表現之間具

有負向顯著的干擾關係。此結果與H6之假設方向相反。  

其次，在「獎酬合宜性」的部分，我們在模式一中加入了控制變數 (亦即

產業年資、公司年資、年齡、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另外，在模式二中，

再加入了「創新意圖」與「獎酬合宜性」對「創新表現」的直接效果，其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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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分別為 0.34 (p < 0.001) 與 0.02 (p > 0.1)。接著，在模式三中，我們再加入

了創新意圖與獎酬合宜性的交互項，由表 7得知，創新意圖對創新表現為正向

顯著的關係。同時，創新意圖與獎酬合宜性的交互項對創新表現影響呈現不顯

著 (γ = -0.10, p > 0.1)；亦即，獎酬合宜性對於創新意圖的效果無顯著的干擾影

響。因此，H7未受到支持。 
 

表 6：顧客導向之干擾效果 

變數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γ s.e. γ s.e. γ s.e. 

產業年資 -0.09 (0.10) -0.09 (0.10) -0.06 (0.11) 

公司年資 -0.05 (0.06) -0.04 (0.06) -0.02 (0.05) 

年齡 0.23* (0.09) 0.22* (0.10) 0.20* (0.10) 

主觀規範 0.19*** (0.06) 0.01 (0.10) 0.00 (0.06) 

認知行為控制 0.42*** (0.07) 0.27*** (0.07) 0.26***  (0.07) 

創新意圖   0.28*** (0.07) 0.27***  (0.07) 

顧客導向   0.26*** (0.06) 0.23***  (0.06) 

創新意圖×顧客導向     -0.09* (0.05) 

    ∆ܴଶ  0.14 0.2 

Adj ܴଶ 0.25 0.39*** 0.41*** ܴଶ 0.27 0.40 0.39 

F 12.96*** 18.51*** 17.06***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7：獎酬合宜性之干擾效果 

變數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γ s.e. γ s.e. γ s.e. 

產業年資 -0.09 (0.10) -0.08 (0.09) -0.02 (0.11) 

公司年資 -0.05 (0.06) -0.02 (0.02) -0.03 (0.06) 

年齡 0.23* (0.09) 0.20* (0.09) 0.19 (0.10) 

主觀規範 0.19***   (0.06) 0.08 (0.06) 0.08 (0.05) 

認知行為控制 0.42***   (0.07) 0.30*** (0.07) 0.30***  (0.07) 

創新意圖   0.34*** (0.07) 0.35***  (0.06) 

獎酬合宜性 (員工)   0.02 (0.06) 0.04 (0.06) 

創新意圖×獎酬合宜性     -0.1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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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ଶ  0.11 0.00 
Adj ܴଶ 0.25 0.36*** 0.36*** ܴଶ 0.27 0.34 0.34 
F 12.96*** 14.99*** 13.81***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共同方法變異之說明 

我們透過以下兩個方法來檢視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首先，本研究進行因

素分析，在未轉軸的情況下，抽出7個特徵值大於1的因素，其累積的解釋變異

量為68.73 %，其中第一個主成分解釋變異量為22.56 %。結果顯示本研究並無嚴

重的共同方法變異問題。接著，我們根據Podsakoff et al. (2003) 的建議，利用

Harman’s單因子檢定法來進行驗證 (Harman’s One-Factor Test)，結果發現本研究

的單因子模型的卡方值為 813.39 (d.f. = 104)，其模型配適度顯著地劣於原衡量

模型 (Measurement Model)的配適度 (χ 2 =168.23, d.f. =76)，因此藉由該方法亦

證實了共同方法變異對本研究結果的影響程度不大。綜合以上的驗證結果，本

研究發現共同方法變異的問題對於分析結果未有嚴重的偏誤影響。 

伍、結論與建議 

一、學理貢獻 

面對動態的經營環境，服務創新已成為企業創造價值的關鍵方法；許多學

者也提出，服務創新行為是服務業永續發展之重要基礎  (Ordanini & 

Parasuraman, 2011)；因此，如何維持及促進員工創新行為，係為服務管理領域

學者與經理人的重要課題。本研究深化服務科學及行為決策學者的研究，研究

貢獻分述如下；第一，本研究深化過去服務創新領域的研究 (比如：Scott & 

Bruce, 1994; Yuan & Woodman, 2010; Ordanini & Parasuraman, 2011)，發現「正向

預期情緒」是影響服務業員工創新表現之重要因素。過去許多計畫行為理論為

基礎的研究，多半主張內在態度是影響個人決策的重要因子。然而，許多學者 

(比如：Bagozzi, 2006; Bagozzi & Dholakia, 2006b) 認為行為研究應該先深入考

量行為決策的本質，再輔以適當的學理為基礎，如此方能適切地解釋決策過程

及其可能影響機制。就本質而言，態度是基於過去的經驗或情境，而形成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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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心理傾向；預期情緒是基於未來的服務情境，服務員工主動預期成功執行的

一種「預先心理情緒」。本研究以目標導向行為理論為架構 (比如：Bagozzi, 2006; 

Bagozzi & Dholakia, 2006b)，並整合態度及預期情緒相關文獻  (Bagozzi & 

Dholakia, 2002; 2006a; 2006b)，進一步探究員工服務創新表現之形成過程。更重

要的是，本研究發現在服務創新的情境下，正向預期情緒相較於態度更能影響

創新表現 (預期情緒的係數值為0.28，態度的係數值為0.16)。在學理上，這一

項研究發現提供服務科學及服務創新研究一個新的解釋觀點，亦可做為未來進

行服務創新行為研究之參考。 

第二，本研究援引認同感理論進一步延伸過去服務創新學理，探究社會層

面的影響因子。過去關於創新行為的研究多以群體規範來解釋員工創新的表

現，本研究發現「社會認同」會顯著提升創新意圖；近期亦有Byron & Khazanchi 

(2010) 學者的統合分析支持此一觀點。實務上也常發現具創新能力的員工卻不

一定會有積極的創新表現；針對此一情況，本研究提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因服

務創新過程十分勞心與勞神，員工除了要具備創新能力之外，還需要有相當程

度的組織認同感，此一情感上的連結會提升員工對於公司及其角色的責任感，

繼而願意投入更多的心力在服務創新的過程中。縱使服務創新過程需要不斷地

嘗試錯誤 (Try and Error)且充滿挑戰，此時認同感能夠給予員工克服困難堅持到

底的動力 (Tajfel & Turner, 1986; Ahearne et al., 2005)，同心戮力提升公司福祉。

從學理的觀點來說，服務創新的投入，不僅需要認知層面的資源投入，更需要

群體認同的資源輔助。 

第三，本研究深化過去行為理論，發現意圖與行為表現之間的關係強度，

會因為員工個人的顧客導向程度而有所不同。計畫行為理論與目標導向行為理

論也都主張「意圖」是最接近個人行為表現的關鍵因素；換言之，這些學理認

為意圖是個體表現出外顯行為績效的驅動因子，其程度高低隱含行為決策者對

於此一行動會有多少的資源準備。雖然學理上一致地認為意圖在行為決策過程

的影響力，但是，在許多的實證研究中卻發現其間的結果不一致性 (Armitage & 

Conner, 2001)。學者 Armitage & Conner (2001) 在其行為研究的回顧中，提出

意圖與行為之間可能存在一些干擾變數，以致在意圖轉換成行為的過程中，會

產生不一致的結果。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顧客導向會抑制創新意圖轉換成為

創新表現；換言之，顧客導向程度愈高會導致員工過度聽從顧客意見；此種過

度跟隨顧客意見的結果，限縮員工創新的點子，減損員工創新服務的發想 

(Eisenhardt et al., 1997)，導致他有創新意圖但不一定會有創新表現。雖然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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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行銷研究普遍認為，顧客導向有助於提升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 (例

如：Brown et al. 2002; Van Dolen et al., 2002; Donavan et al., 2004; Pan & Zinkhan, 

2006; Gremler & Gwinner, 2008)；然而，在服務創新領域中，高度的顧客導向可

能會為員工創新過程帶來更高的隱性成本 (亦即限制其創新想法) (Selnes & 

Sallis, 2003)，忽略顧客潛在需求及可能的外部創新資源，進而阻礙服務創新的

推展 (Janis, 1989; Moorman et al., 1992)。 

第四，本研究釐清獎酬機制設計對個人服務創新表現的角色。本研究原先

預期獎酬合宜性會提升創新意圖的效果；經實證發現：獎酬合宜性對意圖與行

為之間的關係並無顯著之促進效果。本研究進一步探究獎酬機制對於服務員工

的心理影響。整體而言，獎酬機制的設計與執行可能會對服務員工產生兩種層

面的影響；分別為資訊層面影響 (Informational Aspect Influence) (即積極肯定的

資訊影響)，以及控制層面影響 (Controlling Aspect Influence) (即外在監督的控

制影響) (Deci et al., 2001; Burroughs et al., 2011)。一般而言，合宜的創新獎酬機

制會對員工發出肯定的訊號 (亦即資訊層面影響)，因此，會強化行為意圖與創

新表現之間的關聯性 (Hennessey et al., 1989; Burroughs et al., 2011)。換句話說，

當個人認知創新表現的獎酬賦予正面肯定的資訊時，員工會產生內在信心與能

力感 (A Sense of Competence)，進而更加努力地投入於創新過程中，因此有效

強化創新意圖與創新表現的連結。另外一方面，獎酬機制也有可能同時發出控

制層面的訊號；換言之，員工會覺得獎酬機制是組織管控員工創新績效的工具；

在此種情境下，員工會感受到較低的工作自主感 (A Sense of Autonomy)。過去

許多心理學領域的文獻曾提及此一現象 (詳見Deci et al. [1999] 的統合分析研

究)；較低的工作自主感進而會弱化創新意圖對實質創新表現的關係 (Hennessey 

et al., 1989; Ryan & Stiller, 1991; Hennessey & Zbikowski, 1993; Ryan & Deci, 

2000; Deci et al., 2001; Burroughs et al., 2011)。這一項研究發現對於獎酬的效果

提供了一個新的解釋觀點：未來我們在探討獎酬的實際影響時，應先檢視獎酬

對於個別員工係發出正面肯定的訊號，進而提升員工創新的能力感；還是發出

控制的訊號，而降低員工創新的自主感；這兩項內在資源之高低，最終將決定

獎酬在個人服務創新表現之影響。 

二、管理意涵 

本研究發現對於服務創新實務有以下三項意涵；第一，本研究發現預期情

緒比態度係為更有效的服務創新影響機制。態度是一種透過學習與內化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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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漸而形成行為傾向；本質上而言，是一種基於過去累積資訊，屬於較為反

應性的影響機制。而另一方面，預期情緒為一種對未來情境的預想所形成的一

種情緒資源，係為行為決策的驅動基礎 (Bagozzi, 2006)。此種前瞻式的行為決

策驅動因子在創新情境下更顯得重要；主要原因在於情緒對創意的產生過程有

明顯的激勵效果。過去許多學者亦認為情緒是一種創新過程的重要資源，這一

種資源不僅會促使員工進行更為廣泛的創意搜尋，同時也會提升員工面對創新

挫折的耐受力 (Ford, 1996; Unsworth & Clegg, 2010)。本研究建議經理人應該在

員工教育訓練的過程中，設計若干激發員工正向情緒之情境，抑或是邀請服務

創新楷模現身說法，提供員工更多的服務創新想法。這一些情境設計能讓員工

具體想像到「若提供顧客創新服務時，顧客當下的驚喜感，進而激發其正向心

理情緒反應出現」。從服務流程的角度來看，這一種正向情緒也可以視為重要的

行為推力，促使員工事先準備相關服務創新所需資源。 

第二，本研究發現顧客導向會抑制創新意圖的效果。在產品創新領域，曾

有學者發現過高的顧客導向會限制產品創新發展  (比如：Lukas & Ferrell, 

2000)；其他領域學者亦有類似看法 (Leonard Barton, 1992; Christensen & Bower, ‐

1996)。這一些學者認為：消費者的偏好往往僅侷限在他們所熟悉的既有產品

上；也因此，他們提出的意見或產品需求，並非理想的產品創新來源。在服務

創新的情境之下，本研究發現：縱使員工有極高的創新意圖，但因過度強調顧

客導向，此員工反而不易有服務創新表現。從實務的角度來看，本研究建議實

務經理人：當顧客導向應用於服務創新領域時，應著重在「主動型的顧客導向

(Proactive Customer Orientation)」而非「反應型的顧客導向(Reactive Customer 

Orientation)」；具體而言，員工應先主動瞭解顧客基本想法或需求，進而加入來

自外部創新元素來設計服務，而非僅侷限在顧客所陳述之服務需求。 

第三，本研究建議經理人應該從員工的心理反應重新檢視獎酬機制設計 

(針對服務創新表現)。本研究發現到，創新獎酬機制對於創新意圖與實質創新表

現的影響，可能會因為獎酬的雙元影響 (資訊層面影響及控制層面影響)，相互

抵消其效果，故出現創新獎酬合宜性促進效果不顯著的情況。根據此一結果，

本研究建議經理人，應謹慎設計與執行獎酬機制，因為獎酬機制的最終效果端

賴員工感受到被組織「肯定」，抑或是感受到被「監督與控制」。當獎酬機制創

造被肯定的感受高於被控制的感受，則此為有效的創新獎酬機制，也會有效地

促進創新意圖轉換為實際創新表現；相反的，當獎酬機制創造被控制的感受高

於被肯定的感受，則會降低創新意圖轉為實際創新表現的可能性。換言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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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機制對於創新而言，有可能是一把雙面刃。此發現對於經營管理者而言，提

供了一個新的獎酬觀點：若擬提升員工的個人服務創新表現，公司需從員工的

角度，了解創新相關的獎酬機制設計對員工的意義，同時也應該隨時關注創新

獎酬的執行對員工的心理影響。 

三、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方向 

雖然本研究在研究設計上力求嚴謹，但仍受到以下幾點的研究限制。首先，

本研究「創新表現」是由美髮師以自我陳述之方式作答，雖然自我陳述也是一

種衡量創新表現的方法之一，但可能呈現較主觀的結果，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朝

向多元資料收集方式來進行實證。另外，本研究以問卷資料進行實證，在因果

關係的推論上可能較實驗法薄弱。其次，本研究對象係以美髮服務團隊之設計

師為主，無法代表所有產業的現象；本研究建議未來的實證樣本能延伸至不同

的服務情境中 (比如：廣告服務業)，如此，方能提供更直接的一般化證據。在

未來研究建議部分，本研究提供以下研究方向，以供未來研究參考。第一，雖

然本研究認為顧客導向的服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但在服務創新實務應用

上，仍應多加研討顧客導向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對員工創新行為之影響。第二，

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可以考慮關係結構的因素，來預測創新表現行為，比如居

中性 (Centrality)對團隊成員參與或創新表現上可能有關鍵性的影響。第三，未

來研究亦可嘗試探討其他干擾變數的影響，比如人際影響的易感性 

(Susceptibility to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Bearden et al., 1989)；此因素 (或說決策

者特質)可能會使得不同決策者在進行決策時，出現極為不同的決策模式，值得

未來研究進一步探討之。第四，Bowen (1986) 學者曾提出三因子行為決策模型 

(Motivation, Ability, Role Clarity)，許多實證型研究亦支持此一論點，比如：

Bowers et al. (1990) 及Dellande et al. (2004)；簡言之，Bowen (1986)、Bowers et 

al. (1990)、Dellande et al. (2004) 等學者認為影響人的行為績效可從三方面著

手：首先，提升其角色明確性 (Role Clarity)；其次，提升其任務所需之能力 

(Ability)；最後，提升其完成任務的動機 (Motivation)。建議未來相關研究也可

以嘗試結合目標導向行為理論及Bowen (1986) 的三因子行為決策觀點，進一步

探討服務創新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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